
对化的历史眼光也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因为
我们发现�第一�世界各部分之间通过贸易、
移民、观念的交流产生的这种交织与相互联系
的增长并不是一种贯穿始终的线性进程�它随
时可能遭受危机的侵害�可能中断�可能较长
时间缺失。历史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可能性都存
在。第二�这种进程并非给所有人带来同样的
利益�全球交织的进程再造不平等�也许甚至
加剧不平等。所以我们必须意识到�对进一步
加深交织的呼唤也有可能被人利用来以损害他

人为代价扩大自己的利益。
我相信全球史的这种批判视角使我们不会

再把对这种进程的分析与受人操控的全球化政

治计划混同起来。不可否认�有个别具有影响
力的史学家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著文�主张未
来给予国家更大的权力�来监控投机行为和金
融市场。我认为审查这些预测和评论的政治可
信性并表明自己的立场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任

务�作为历史学家我主张分析地对待上述立场�
不把我们自己对未来全球化的愿望掺杂进我们

对全球化历史的描述中。

访谈者：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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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跨国公司环境侵权责任追究的法律依据

蔡　鑫

武汉大学法学院2006级国际私法博士研究生蔡鑫撰文指出：跨国公司环境侵权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
重视�对于一些可能导致环境损害的高危险活动�国际社会缔结了专门条约规定其国际民事责任�这类条约主要涉
及核能与海洋石油运输等领域。但与环境损害的国际条约相比�国内法中与环境损害有关的民事责任赔偿机制更为
发达�环境事故各方也都倾向于通过民事赔偿机制来平衡它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母国�
通常通过国内立法来规制跨国公司的域外行为�一旦发生跨国公司环境侵权案件�法院在接受诉讼后往往直接适用
“揭开公司面纱” 法理追究跨国公司的相应责任；在欧洲部分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没有针对跨国公司侵权
行为的直接立法规定�一般通过冲突规则的适用来解决跨国公司环境侵权的责任承担问题。在侵权领域�在对各方
面因素进行综合考虑的基础上�如果认为侵权与另一个法律制度有着明显更密切的联系时�放弃侵权行为地法等一
些客观连接因素而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的作法已经被广泛地接受。1971年 《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中对该原则有
专门的论述。依第145条第2款规定�应该考虑的联系有：a） 损害发生地；b） 污染人住所地、国籍、公司注册成立
地、主要商业活动中心地；c） 当事人关系的聚集地。最密切联系原则主张个案分析和动态的权利义务平衡�在一定
程度上更有利于实现个案公平。但是在跨国公司环境侵权案件中�尤其在涉及对不动产的损害、受害人众多的情况
下�双方当事人的国籍、住所、居住地等连接因素并不像在其他侵权案件中那么有决定意义�相反侵权行为地的因
素要重要得多。因为损害的调查取证、污染的程度、赔偿的标准与数额都与侵权行为地密切相关。而且给予众多环
境受害人相同待遇的重要性也是考虑侵权行为地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片面注重适用最密切联系地法律�在司法
实践中会出现受诉法院出于司法保护主义的考虑大量适用法院地法的取向。

总的来看�由于各国关于侵权的一般法律适用规则不是专门针对跨国公司环境侵权而制定的�并不能完全适应
复杂的跨国公司环境侵权案件的需要。针对跨国公司环境侵权引发的巨大损害�制定专门的冲突法规范�才是有效
保护身为弱者的环境受害人、使跨国公司承担其应有的责任的出路。

（赵俊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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